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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 
——大众化视阈中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考察 

罗立桂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 一直以来 

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 

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 “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 

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 

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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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民族存亡成为最重要的问 

题。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 

同时伴随着对西方强势文化入及失去民族独立性的惧 

怕和担忧。抗战的爆发、民族存亡的危机和动员全民 

抗战的现实境遇，使文学“大众化”运动，成为文艺 

界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文艺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但是，抗战时期的文学“大众化”面临着复杂的矛盾 

纠葛。晚清以来，文艺“大众化”的命题中所要面对 

的追求西方现代性和保持民族性，本土化和世界化， 

建立民族国家的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和动员群众的现实 

任务、对不同现代性方案的抉择等各种矛盾都纠结在 

一起。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第二阶段的“民族形 

式”论争和实践，就体现了复杂境遇中文学形式创造 

的焦虑。 

一、文学“大众化”与民族认同 

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是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和 

刺激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中， 一直就少不了西方这个显在的或者隐形的 “他者” 。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当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全面 

进攻下，处于被瓜分的危亡之时，康有为看到了中国 

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他将此困境称作“非常之变局” 。 

在这样的变局中，康有为认为中国人的处境是： “吾中 

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周之 

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 

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 

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 [1](237) 康有为通过形象 

的比喻描画了“中国四万万人” 这一群体的危难境地， 

那个作为 “驱使者” 、 “宰割者”的“人家” ，是作为 

和“中国四万万人” 紧张对立的强势“他者”的形象 

出现的。 这个关于全部中国人命运的想象是典型的 “中 

国经验” ， 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对中国 

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发现，这一发现蕴含着中国现代 

性的心理体验。 

中国现代以来在关于“民族”的建构中，康有为 

对“中国四万万人”命运处境的形象描画和认识，成 

为原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管以何种方式建构 

“民族” ，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自救的问题，民族自 

救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者的原罪体验。民族自救的 

情结和唯恐被西方吞噬的忧虑，尤其是战争的威胁， 

使得加强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增强各个成员的民族 

凝聚力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 法侬指出： “本土知识分 

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证 

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 

了民族的存在。 ” [2](283) 抗日战争使知识分子切实地感 

受到了民族的存在，使全民的民族情绪高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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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可以看作是重组社群或组织的另一种形式， 而 

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战争都需要一定数量和具有一 

定合作精神的人群” 。 [3](114) 在利用、组织被战争激发 

的民族感情，动员全体成员抗战救国，加强每一个成 

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面前，民 

族主义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 

动来动员全民抗战，建构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更能凝聚 

民族感情，适应于这种动员。 

为了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参战，宣传抗日，文 

学“大众化”成为加强“大众”作为成员的民族认同， 

在“大众”中树立民族文化、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策 

略。抗战的现实不允许作为抗战主体的大众对民族危 

机和民族存亡问题不了解、不知情。沈从文曾通过游 

历中国的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写到过民众对日本侵略不 

知情，整个社会不能达到互相理解的忧患，他说： “傩 

喜先生实在还有地方可去的，中国原是这样大！日本 

人成千成万的迁移过中国来，又派兵到中国来占据地 

方，然而中国官既不说话，中国人民有许多也还不知 

道这回事。……有一些田产、房屋被占了的无刀无枪 

平民，且老老实实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住，听凭政府意 

见，绝不与侨民冲突。 ” [4](229) 消除这种隔绝状态，能 

够使民众之间、 精英和民众之间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 

就是文学“大众化”提倡以来的根本目的，让大众明 

了民族危亡的现实，使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大众共通 

的体验和认识。 

除了宣传抗战以外，文学“大众化”也是战争时 

期建立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姚篷子指出： “要在抗 

战的火焰中树立新的民族文化，只有把文化的根苗深 

入到大众的心里去；……把文艺大众化运动看作一座 

重建民族文化的桥梁。 ” [5] 黄绳则要求抗战文学要“由 

接近大众到深入大众，由深入大众到归还大众。要文 

艺成为大众的东西，成为自己民族的东西。 ” [6](45) 文学 

“大众化”追求民族性， 要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重建 

民族文化。 

抗战的现实需要和对民族出路的思考，使共产党 

也开始反思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做法，转向 

了把国际主义经验民族化的政策抉择和文化建构。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 

问题并不是针对文艺本身提出的，而是要实现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给借鉴来解决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先 

进国际经验赋予中国化、民族化的形式。这就是毛泽 

东提出的旨在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 

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新文化。 ” [7](707) 

“民族形式” 论争从 1938年下半年开始， 到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各 

地逐渐平息，总共持续时间达三年多。参与论争的地 

区涉及延安、重庆、桂林、上海、香港、成都、昆明 

等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十几个城市。在抗战的文化背景 

中，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是不能分开的，论争者就曾明 

确地指出“民族形式”和“大众化”在实质上的一致 

性。冯雪峰说： “我们所提的民族形式，是大众形式的 

意思。大众形式，或者说大众性原则的形式，是我们 

新文艺创造的大路，是我们民族文化要跑上世界文化 

的起程点。 ” [8](163) 郭沫若也认为： “在中国所被提起的 

‘民族形式’ ，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 

的同义语。 ” [9](278) 在抗战建国、维护民族独立的诉求 

下， “大众”作为战争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建构民族 

性时不可或缺的因素，文学“大众化”成为凝聚民族 

感情、加强民族认同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要策略。 

二、 “民族—大众化”的形式焦虑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形式和内容本来是不能机械 

划分开的，但是，文学“大众化”的提倡者却总是在 

形式和内容的机械割裂中阐释“大众化”思想。 “大众 

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启蒙大众和组织社会动员，而要 

将大众引向何方、参加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又同启蒙者 

和社会变革者对中国社会变革方向以及每个阶段需要 

大众作为主体完成的历史使命有关，这些需要大众接 

受的新观念、新思想，往往被预定为文学“大众化” 

的内容承载。提倡者对“大众化”所要承载的新内容 

是深信不疑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传达“大 

众化”的内容。文学“大众化”从晚清以来就一直存 

在着形式的焦虑： 从西方借鉴来的形式不被大众理解， 

文人惯用的形式不合大众口味，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 

又和旧的意识形态存在联系。 

选用什么形式承载“大众化”的内容，首先要考 

虑的是如何能够最高效率地实现和大众的沟通。和大 

众有天然联系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对文学“大众化” 

是充满诱惑力的。晚清启蒙先驱采用民众中广为流传 

的小说、戏剧形式传达政治理想，五四时期对民间作 

品的搜集和整理，30~40 年代对旧形式的提倡和运用 

都体现了这一点。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形成了一时 

的风气，好像不如此，民众即不能接受，士兵也无法 

理解。 [10](74) 作家们选取普通大众熟悉的各种旧形式、 

民间形式创作“通俗化” 、 “大众化”的作品积极宣传 

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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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旧形式完成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就动员 

民众和宣传抗战来看， 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是， 

如果从每个作家对旧形式运用的实践情况，从旧形式 

和新内容的关系，从采用旧形式所创作出的作品的文 

学水准等方面来看，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正如赵黎明 

所说： “不管怎样通俗化，其作品都不能使大众人人 

满意，这种状况使一些大众文艺工作者充满了焦 

虑。 ” [11] 胡风也曾说： “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 

段， 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 这表现了什么呢？ 

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 

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在这里面苦闷。特别因为日本 

帝国主义者底压迫侵略，一天天地加紧，厉害，文学 

底教育的功能更强烈地被读者要求，更敏感地被作家 

自己感到，这苦闷就来得更深更广。文学上的许多努 

力因为不能找出这个问题底活的联系，有时候甚至于 

出现了慌张失措的情形。 ” [12](504) 关于文学“大众化” 

的这种焦虑体验，应该是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具有共 

同性的心理体验。 

老舍尝试运用旧形式创作的亲身体验和反思，是 

文学“大众化”选择旧形式创作焦虑的现身说法。老 

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 

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 

众……” 。 [13](24) 鼓词属于民间形式，活在大众的口头 

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鼓词却也“往往拘束住思 

想，不能充分自由的以言语直接传达思想，而须兜着 

圈子去设词遣字，以求合于格律” 。 [13](24) 为了合于格 

律，使其琅琅上口，必须用垫句，即使无聊也非用不 

可，这样一来，鼓词中的油腔滑调就很难完全避免。 

利用旧形式就不得不受到旧形式的制约，而且还要承 

受摇摆在新文艺创作和通俗创作之间的痛苦体验和矛 

盾心理。老舍通过创作实践体验到的形式焦虑具有普 

遍性，是文学“大众化”形式困境的典型表现。 

习惯于用五四以来的新形式创作的作家，短时间 

内很难掌握好旧形式的精髓，没学到真正的技巧和符 

合老百姓口味的表述习惯，只是将旧形式的外形剥离 

出来，然后把新内容塞进去，结果写出来的作品不能 

感人，不能充分被大众接受。另外，旧形式虽然在与 

群众沟通方面得天独厚，但也容易沾染上封建思想、 

旧的意识形态。向林冰说： “中国‘五四’以来，凡是 

能够使大众直接阅读的作品，……形式上固然是通俗 

化的，而内容上则是反大众化的，即奴役大众，迫害 

大众自己解放化。 ” [14] 

本来，问题并不完全是形式方面的，但是“大众 

化”的提倡者对作品要承载的内容深信不疑，认为采 

用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每个时期都 

纠结在以“形式”为名义的斗争上，有人在谈到当时 

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提出的具体情况时说： “问题主要 

的已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为某种新的形式而奋斗的 

任务，是被推到第一位上来了，换言之就是形式的斗 

争，乃是目前实践创作中的第一关键第一重要的要 

点。 ” [15] 抗战时期的复杂境遇使得文学“大众化”提 

倡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表现得更加突出。 

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各种 

见解和观点，就是提倡“大众化”以来的形式焦虑在 

抗战特殊文化背景中的集中体现。胡风在批判提倡者 

对“民族形式”的不同幻想的同时，明确表达了“形 

式”论争和选择由于脱离现实，难以实现而产生的焦 

虑情绪和体验。在胡风看来， “第一个幻想是，虽然他 

们自己也说不出明确的轮廓，但却在观念里面立下了 

一个完成了的‘民族形式’ ，说以前和现在都还没有存 

在过，是一种尚待创造的东西（向林冰、方白、光未 

然等）……第二个幻想是，把民族形式当做民族全体 

无往不通的形式，现在的任何一个国民都喜闻乐见的 

形式。 ” [16] 这两种关于“民族形式”的幻想都会令人 

焦躁，焦躁的结果就是要么反对新文艺，提倡民间文 

艺或旧文艺；要么尽力使文艺降低，迎合大众到了希 

望连文盲、色盲、聋子、哑子都能喜闻乐见的地步。 

胡风指出的文学“大众化”形式选择的焦虑确实是客 

观存在的。 

三、 “民族—大众化”的形式想象 

由于对承载着民族的、现代的、西方的、大众的 

等多向因素的“民族形式”创造充满着焦虑，才会引 

起广泛的论争，论争过程其实就是多重矛盾纠葛中对 

形式选择焦虑的一种表达。提倡者对“民族形式”的 

理解不同，对其应有形态的想象也相异。关于“民族 

形式”的不同想象和“中心源泉论”的背后，是文学 

“大众化”所面对的各种新旧问题的汇聚。无论采用 

何种形式作为创造的中心源泉，都不能满足提倡者的 

“民族形式”想象。 

选择“民间形式”作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 

源泉论，是向林冰在国统区的论争中提出来的。他说： 

“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 

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民间形式运用的归宿。换言 

之，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 

心源泉。 ” [17] 对民间形式的批判运用其实就是文学 

“大众化”提倡以来利用旧形式的延续和在理论探讨 

上的深化。旧形式能够作为动员组织大众和大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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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旧形式被看作民族传统的代 

表， 在民族意识高涨的四十年代， 选择旧形式完成 “民 

族——大众化”的方式就具有对抗西化、追求民族性 

的意义。 

利用旧形式创作 “大众化” 的作品， 必然会和“大 

众化”所承载的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性相背 

离。提倡者的话语策略是把旧形式剥离出来，剔除旧 

内容置换新内容、新思想。新内容同旧形式的组合保 

证了“大众化”的现代性方向和在大众中流通传播的 

问题，自然是理想的完美的策略。可是，一味地强调 

旧形式和民间形式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重要性， 

一味地认同、迎合大众的口味，又不符合知识分子在 

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追求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心理，在民 

族形式创造中，他们在接受民族传统的同时并不愿意 

放弃对世界进步文艺的借鉴。 

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人提出以五四新文艺为创造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要将五四新文艺作为“民 

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要在评价五四文艺时为其找 

到能够形成民族新形式的合理性。周扬说： “中国新文 

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 

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 ” [18](266) 既然五四文学是和 

“民族解放运动”联系的，那么，五四文学本身就蕴 

含着民族性的追求。胡风提出： “‘民族形式’ ，它本质 

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 

发展的道路。 ” [17] 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在吸收国外文化 

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符合中国现实的民族形式，已经成 

为民族化的传统，新的文学“民族形式”的创建就应 

该继承五四文学。 

与此同时，也有论者认为五四文学已经不能代表 

文艺发展的先进方向了，抗战时期迫切要求的是维护 

民族自身的独立，是建构中国的民族性，只从国外吸 

收先进文化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艾 

思奇、陈伯达、向林冰等诸多论争者都对五四的缺点 

进行了评价。艾思奇认为五四新文学是“非中国化” 

的，它“离开了旧的一切优秀传统，特别是离开了中 

国民众的，大众优秀传统” 。 [19](598) 黄药眠也说五四文 

学“醉心于西欧的技艺，模仿着欧美作家的手法，可 

是他们过分忽视了文学这个东西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 

里面的，而文学的媒质是植根于民族的语气” 。 [20] 对 

五四文学的否定评价透露出：选择五四文艺为“民族 

形式”中心源泉的做法同样不能体现抗战时期对文艺 

承担民族现代性诉求的历史重任，同样充满着焦虑和 

不能调和的矛盾。 

论争者各自都勾画了心目中“民族形式”的应有 

的面貌。黄药眠强调的是“民族形式”对时代精神的 

反映，注重体现当下性。他说： “‘民族形式’不仅要 

表现普通大众的生活，而且也要表现他们的‘现代生 

活’ ，反映‘中国人的现代精神’ 。 ” [20] 冯雪峰看重的 

则是“民族形式”中的“大众化”要素，他认为“‘民 

族形式’以及‘中国作风和气派’ ，是在我们新文艺基 

础上提出的大众或大众化形式之一个明确的创造的方 

向” 。 [21][117] 茅盾说： “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 

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 

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现实主义的伟 

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 

要深入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 

素。 ” [22] 光未然的看法则更加理想，他说： “这样的东 

西，拿到大众面前去，是大众自己的，而又不是他自 

己原来的东西；拿到国际上去，是中国民族的，但又 

是国际的，和国际艺术比肩而无愧。这就一方面具备 

了通俗性， 一方面具备了艺术性，一方面有了民族性， 

一方面也有了国际性；是的，理想中所企图达到的民 

族形式，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好东西。 ” [23] 

文学的“民族形式”是试图寻求民族自身现代性 

的追求在文化上的投射，它寄托了知识分子争取民族 

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梦想，是需要承载太多的 

一个文化符号，注定只能成为一种想象的“形式” 。作 

为想象的“民族形式”将政治话语、文化话语、文学 

话语纠结在一起，凝聚了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和现 

代、现实的和观念的、大众化和艺术性、地方化和全 

国性等多向度的问题。任何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不能包 

容这些本来就具有矛盾和悖论的因素，只有兼顾多种 

要素的新形式，才能解决民族文化诉求中文学“大众 

化”的形式焦虑。但是，这毕竟还存在于想象中。 

四、 “民族—大众化”形式在 

解放区的创制 

从知识分子的想象和论争来看， “民族形式” 的创 

制有多种可能性，但是民族自救、民族解放的现实紧 

迫性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决定了“民族形式” 

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和想象的层面上。在解放 

区的话语引导和观念建构中， “大众化” 和 “民族形式” 

等同起来了，不被老百姓“喜闻乐见” 、不“大众化” 

的形式，在《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不可能获得代表 

“民族形式”的正当性。当时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 

主动、自觉地想通过文学“大众化”的创作来实现“民 

族形式”的创造。谈到街头诗，史塔呼吁说： “晋察冀 

边区的诗歌工作者们！到街头去， ‘写吧！抗战的， 

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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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24](3−4) 论及墙头小说，金振说： “形式上与风格 

上，要更大众化，向民族形式方向发展。 ” [25](287) 由于 

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在动员大 

众参与政治的实用理性支配下， “民族形式” 的创造选 

择了“用政治改造民间”的实践方式。 

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 ，选取和老百姓关系密 

切的、能够为其所理解的民间形式来创作。诗歌创作 

借鉴老百姓口头流行的民歌形式，戏剧也以边区流行 

的民间秧歌为主要的艺术形式来改编创作，小说创作 

则放弃了五四以来借鉴西方创造新的小说形式的传 

统，采用旧的章回体、故事体、话本体等通俗化的形 

式，在叙述和情节设置上也尽量追求符合大众的审美 

情趣和接受心理。解放区最早的章回体小说之一《洋 

铁桶的故事》的作者柯蓝说： “在写法结构上，我也大 

胆尝试地采用了章回小说的形式，学习着农民群众是 

怎样讲故事，是怎样有头有尾来叙述一件事情，又是 

怎样交错地来叙述同时发生的许多事情的。 ” [26](89) 有 

意识地主动地迎合大众趣味和接受能力成为解放区作 

家文学形式创造的共同趋向。另外，还必须用大众能 

懂的语言和形式来写。张庚在谈到对于秧歌剧创作的 

经验时说： “我们的秧歌剧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 

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以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 

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 ” [27](40) 

从民间形式入手来创作大众化的作品，只是看重 

这些形式在大众中间广泛的流通性，并不是完全认同 

民间形式，而是要通过民间形式来创造出符合现实的 

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精神的作品。团结改造民间艺人 

是解放区文学“大众化”实验的重要方式。之所以看 

重民间艺人，主要是看到了民间艺人和群众沟通方面 

的天然优势，民间艺人是活在当下生活中和口头上的 

民间艺术形式的介体，他们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掌握得 

心应手。但是，民间旧艺人不能以固有的形态存在， 

必须经过脱胎换骨、从旧变新的改造，才能成为文学 

“大众化”运动的理想主体。韩启祥、李卜、汪庭有、 

刘志仁等大批民间艺人被发现、被重视的同时又被改 

造。团结和改造民间艺人的做法和路向体现了解放区 

“大众化”对民间形式的基本态度，既要从大众接受 

效果的角度考虑贴合旧形式，又要从政治宣传和社会 

动员的动机出发进行合目的的改造。 

在对民间形式进行政治改造的创作中，出现了代 

表性的作品，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新歌剧《白 

毛女》，还有赵树理的小说堪称经典。在当时的评论 

中，它们都被看做是“民族形式”的杰出代表作。茅 

盾称赞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是“标志了进向民族 

形式的一步” ， [28] 周扬更是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新的 

“民族形式” ，他说： “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 

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 

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 

式。 ” [29] 茅盾对《王贵与李香香》的评价是： “它是一 

个卓绝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 

也不算过分。 ” [30] 从这些评论来看，在当时知识分子 

的心目中，确实认为以前停留在话语论争中的“民族 

形式” ，在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运动中被真正地创 

造出来了。 

从接受的角度来衡量， 这些被评价为 “民族形式 ” 

的作品，也同时成功实现了“大众化” ，成为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周扬谈到 《小二黑结婚》， 说它 “立 

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 

达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 

搬上舞台” 。 [29] 贺敬之的一段话说明了《白毛女》演 

出后广受群众欢迎的盛况和流传的广泛程度，情境就 

如同时下的某些流行影视剧演出后群众追星的场面： 
1945 年 4 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了。前后共 

演出了 30多场， 得到许多群众的欢迎，机关干部及群 

众大都看过了，有人连看数次。还有远远从安塞、甘 

泉赶来的。《白毛女》 里的歌曲在流传着。 我们的演员， 

在街上走，常常被人们指着说：“这是白毛女！”“这是 

杨白劳！ ”有时候， 孩子们包围上来， 调皮地指着说“狗 

腿子穆仁智来了！”“黄世仁，大坏蛋！”。 [31](224−225) 

处于想象和理论探讨中的“民族形式”在解放区 

的文学“大众化”运动中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 

形态。尽管这些形态，并不能满足论争时期对“民族 

形式”想象中的所有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切合了 

中国共产党抗日建国的总目标，在动员、教育群众参 

加政治运动中真正发挥了作用。伊格尔顿曾指出： “形 

式通常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 

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形成；它是某种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还有，它体现 

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 [32](73) 如果用 

伊格尔顿关于形式的标准来分析解放区文学 “大众化” 

运动中所创造出的被当时的评论家普遍认可的“民族 

形式”作品的话，这种形式“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 

历史来自于在解放区流传至今仍然活在老百姓生活中 

和口头上的民间传统形式，但是却在创作中渗透了政 

治意识形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以“大众”读者为 

中心，在认同大众的审美趣味、欣赏水平和迎合其接 

受心理的前提下，把作者的政治革命意图毫无障碍地 

传布到人民大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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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urvival of nation and the war, nationalism is mainly pursued in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anxiety of literature massific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in the war and 
the  controversy  of  “National  form”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is  anxiety. The  controversy  includes  different 
imagin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about  “national  form”, which  is  created  to  give  a  specific  form  in  the movement  of 
literature massific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form”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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